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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广泛验证，但其在高管团队领域的作用机制及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过程却鲜有学者关注。以高阶理论为基础，遵循“资源－能力－绩效”的研究范式，对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的318名高层管理人员展开调查，以期揭示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能力重构、高管团队自反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力重构在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高管团队自反性正向调节了能力重构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能力重构在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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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MT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 Team Reflexivity Perspective

Wan Pengyu, Wang Hongyu

(Business School,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
Abstrac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has been verified, however, few scholars pay attention to its mechanism in the field of top management team(TMT) and the process of its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this study builds a model under the paradigm of resource-capability-performanc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TMT reflexiv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investigating 318 top management team members of high-technology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MT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has positive effe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2)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3) TMT reflexiv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ch also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between TMT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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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高管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TMT）是由具备异质性、职能性和协调性的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知识型团队，是企业中最核心的战略决策主体[1]。高管团队多元化知识、信息的管理运用对于组织的战略能力、整体视野和创新发展意义重大[2]。随着学者们对知识演化和创造过程的研究深入，交互记忆系统在高管团队知识管理与协调中的作用开始得到关注[3-4]。交互记忆系统（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TMS）是建立在团队成员联系基础上的，用以获取、贮存、应用多元化知识和技术的协作型分工系统[5]。研究发现，交互记忆系统对于企业知识管理和团队创造力等有所补益[3]。

目前关于交互记忆系统的研究聚焦于宽泛的整体组织团队，对高管团队领域的交互记忆系统则鲜有关注。已有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可以带来组织绩效[6-7]，高管团队能否带来创新绩效目前尚未得到验证。高阶理论指出，相较于其他团队，高管团队对组织活动和创造结果的作用更明显[8]。首先，高管团队成员往往具备更为复杂的社会资本（内黏式/桥梁式等）、背景特征（教育/专业/职能/海外等）和多样化认知[9-11]，更汇集了来自市场、竞争对手和企业内部的强大知识流、信息流，这些元素彼此渗透、联结和组合，最终耦合成具有团队特征的、难以模仿的交互记忆系统，帮助高管团队协调或处理各类问题，促进组织的创新与发展[12-13]；其次，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中异质性知识元素在整合的过程中推进了组织中现有知识结构和能力的升级，提高了企业运用新方法获得发展的可能性[14]，帮助企业获取创新绩效。然而，目前尚未有学者探讨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组织创新过程与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在高阶理论基础上对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考察，不仅可以弥补该项研究的空白、丰富高阶理论，对指导企业的创新实践、迎合市场创新需求也具备一定的管理启发。

已有研究从核心能力、战略柔性的角度探讨了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组织绩效的关系[13,15]，前者在考虑核心能力的同时却忽视了克服能力刚性所需的动态性与灵活性，后者考虑到战略柔性却忽视了企业核心动态能力路径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意义。目前尚未有学者对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进行探讨，在以上研究基础上，依据“资源－能力－绩效”的研究范式和高阶理论的动力模型，整合核心能力、动态性与柔性，本研究引入企业能力重构，对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考察[14-16]。高阶理论的动力模型视角指出企业对知识资源的获取是推动企业能力演进的有效手段，企业通过对组织常规和企业能力进行历时性调整和即时性替代，以应对市场变化、推动企业持续创新，因此，能力重构的实质是以知识信息为内核与索引的能力升级[17-19]。企业能力重构遵循“变异－选择”的演化机制，使内外部知识、信息与惯例、常规反复碰撞，产生新知识、新创意，最终通过能力的进化式重构和替代式重构，帮助企业更灵活地捕捉外部环境中的新机会，拓宽新市场，创造出更高的创新绩效[8,20-21]。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作为融合了组织特征知识、高管社会资本和跨界知识的协作平台，使得团队决策具备一定的战略高度和变革前瞻性，会推进企业主动开展能力的替代式和进化式重构，同时也为能力重构提供了高屋建瓴式的知识资源基础，使得企业更好地实现自身能力与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匹配，从而在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中把握新机遇、创造新绩效[20-23]。据此，本研究认为，研究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组织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要结合高阶理论的动力过程视角，不能忽视企业能力重构的作用。

以往研究把制度、技术动态等外部环境作为权变因素考察企业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应对挑战、把握机遇以取得绩效[1,13,24]，然而，过于强调外部的动态性会忽略企业内部因素的能动作用[12]。高阶理论强调有限理性下高管学习和洞察对战略选择和执行把控的重要性[25]，能力重构是一个探索、试错的过程[20]，需要高管团队在自反中不断发现不足或问题，通过更好的能力建构创新来为组织带来创新绩效[21]。因此，本研究引入高管团队自反性（TMT reflexivity）作为权变因素，考察不同自反性水平下能力重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如何变化。TMT自反性是高管团队成员对组织目标及实施路径中现有或潜在问题进行共同反思，进而不断协调组织内部各项资源和能力，以匹配当前或预期环境的团队特征[26-28]。缺乏TMT自反性的组织，高管团队构建了类似于单环的学习模式，采取防卫性态度面对能力惰性和创新瓶颈等问题，逃避反省并拒绝批评意见，导致“问题－逃避”的恶性演化。反之，具备TMT自反性的高管团队，通过问题反思构建了双环学习的复杂学习模式，以对问题的深刻反思为起点，借助开放式质疑、讨论和沟通等手段，颠覆了习惯性防卫造成的团队认知障碍，最终从战略层面上促使能力惰性问题得到根本性改善，实现组织的良性发展[28-30]；而且在能力重构与演化的过程中，新能力成熟并转化为新绩效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当重构的新生能力无法满足组织发展的绩效需求时，团队自反性会驱动能力进一步重塑、演化和提升，而这种演化提升是具有心智模式与逻辑的深层次改进，必将为能力重构对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正向强化。

综上，本研究以高阶理论为基础，遵循“资源－能力－绩效”的范式，以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为自变量，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引入中介变量能力重构和调节变量高管团队自反性，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

图1  本文的理论模型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创新绩效
交互记忆系统是一种获取、贮存、应用多元化和互补性知识及技术的协作型分工系统，被广泛用于解释、分析和预测组织的行为与绩效[5-6]。交互记忆系统的检索、加工和存储功能最大效用地整合了系统内的知识和经验，实现了组织成员间更好地协调沟通，进而帮助组织更好地解决问题和制定决策，促进组织的有效运作和绩效提升[31]。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以高管团队成员的情感或工作联结为基础，吸纳并集成了高管成员特定专业、领域的知识[14-15]。已有学者从高管团队异质性、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等视角考察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作用，但难以避免解释力受限的问题，例如高管团队知识异质性仅从知识异质角度进行考察，忽视了知识协作与互补的作用。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将专业性、可信性和协调性纳入同一框架内进行考察，使得模型解释力大大增强：（1）专业性用来评价知识信息整合过程中高管团队成员在不同领域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即基于个体特征的知识、经验、信息在质和量上的差异；（2）可信性是高管团队中个体对其他成员知识信息的信任程度和接纳程度；（3）协调性考察了高管团队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达到的协作水平[31-35]。高管团队是组织团队中的核心单元，研究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于弄清成员之间交互记忆的作用机制，及其如何塑造组织创新行为和组织创新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高阶理论指出，高管团队会不断扫描并解读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依据个体和组织的信息知识系统作出个性化或带有组织特征的判断与理解，进而开展决策、采取行动并创造绩效[36]，然而，高阶理论假设管理者为有限理性，考虑到无法预见的不确定性因素，高层管理者如何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作出最优的决策、实现最高绩效成为高阶理论中的经典问题[25,37]。在这一约束条件下，高管团队成员个体及团队的认知、洞察力和知识经验水平等组成的交互记忆系统成为提升其解读深度和决策水平的重要因素。高质量的高管团队交互记忆帮助管理者实现有限理性下的最优决策，发现新机遇，培养新需求，创造新市场[15]；也正是因为团队在交互记忆系统水平上的差异导致了企业创新、绩效和竞争优势上的差异[13]。因此，根据高阶理论，有证据支撑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首先，知识的分布式特征导致跨职能、跨背景的异质性知识和技能很难为单一个体所获取[38]，进而影响了个体或团队的创新。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专业性和协作性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具备多元认知、任职经历的高管团队成员共同构建了以个体个性化、专业化知识经验为基础的多功能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将专业性知识符码化、存储和检索，拓展了团队的认知视野，克服了单一认知的局限[34]，利于高管团队在不同的职能部门或领域（生产、销售和研发等）中发现机会，多领域协同发展，提升组织的创新绩效[6,13]；另一方面，在保证个体允许其他成员进行“知识访问和索取”的同时，交互记忆系统还强调个体在特定知识信息领域的精细化钻研，这种注意力的分工一方面利于个体在某一角度深入挖掘知识信息和竞争线索，避免信息疏漏和短视行为，进而创造出意想不到的价值，另一方面减少了高管人员钻研其他领域带来的认知负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开展尖端创新，实现组织在创新上的突破[37,39]。

其次，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可信性意味着团队成员在信息和知识上的信任与依赖，这些对于网络关系和组织发展意义非凡[40]。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连接了个体和他们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信任帮助个体更快地消化知识，减少知识辨别、试错或筛选模糊信息带来的资源消耗，信任更是减少了冲突与内耗，利于高管成员之间的协同与有效决策[31-32,35]。
最后，协作性是团队意识在知识信息领域的集中体现，知识的协同效应利于实现有限知识存量下的知识效用最大化，增加了团队的灵活性与组织的环境与战略匹配程度，克服了原有知识、信息和技能的“熟悉陷阱”，利于组织创造更高的创新绩效[37,39]。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2.2  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能力重构
技术和市场的更替需要企业通过知识搜索等途径不断汲取创新型资源，进而构建创新型能力以存活、发展并创造价值[17-19]，因此能力重构对于企业存活发展意义重大。能力重构是企业为实现自身能力与企业战略决策、外部环境相匹配而对组织常规、知识信息及其固有组合方式进行替代和升级的组织活动。能力重构主要包含两个途径：首先是进化式重构，即企业（尤其是传统产业）通过资源收集、消化和吸收推动组织惯例更新进化，实现组织能力的迭代进化和稳健式提升，是一种渐进式和谨慎的能力重构方式[20,41-42]；其次是替代式重构，即企业（尤其是技术更新迅速的高新产业）对全新的发展方式进行探索，吸取新知识和新技能替换旧知识和旧技能，借助激烈的重构手段摆脱能力惰性和刚性，是一种突破式和大胆的能力重构方式[17,21]。
已有研究指出，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是企业能力重构的微观基础[35]。首先，交互记忆系统带来的是经过内化的、具有组织特征的多元知识、信息和技术，具有一定的亲组织情景性，其知识配置或信息组合模式与现有知识体系的衔接与互补减少了排异的问题，也降低了犯错的可能性，对组织常规惯例的改进和基础能力的进化具有推动作用[43]；其次，交互系统的异质性知识资源和专业化分工帮助企业敏锐洞察对应领域的能力僵化，独特的认知源源不断地相互补充，提升现有的认知结构，帮助企业搜寻到某些难以被竞争对手获取的隐藏型机会线索[34]，尤其在新兴产业内，将机会转变为价值需要企业废弃旧能力甚至颠覆原有的产业结构以创造新市场、迎合新需求；再者，能力重构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充满质疑和荆棘的道路，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可信性知识减少了重构变革中的指令和信息模糊，新的知识打破了原有的技术知识边界[31-32]，帮助企业克服路径依赖和能力陷阱，协调性更有机结合不同知识经验，集结成员力量协同推进能力重构顺利进行[20-21,44]。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正向影响企业能力重构。
2.3  能力重构与创新绩效
企业核心能力的刚性、惰性是企业能力结构效用最大化的“天花板”，进而限制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41,45]。进化式重构和替代式重构作为互补性的重构方式，共同帮助企业通过能力与资源的变革推进创新。能力的进化式重构帮助企业在现有能力的基础上构建新能力，通过周期性的能力改进，不断捕捉新机会和新知识，培育新技能和新策略，以量变引发质变，最终为组织带来创新绩效[20-21]。能力的替代式重构在技术环境剧烈变化的条件下显得更有意义，这种环境对企业能力转变的速率和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也蕴含着更多的市场和机会，为了迅速开发新产品、占领新市场，根据创新的“S”型曲线法则，企业会在某一产品或技术进入衰退期前展开变革，原有的能力会成为企业新生的障碍，企业需要变革，淘汰原有的能力、惯例和结构，这种替代式重构一旦成功，给企业带来的创新绩效的增长往往是爆炸式的[43]。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能力重构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在研究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能力重构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时，不能忽视“高管－组织－产出”的逻辑和“资源－能力－绩效”的范式。根据高阶理论，高层管理者根据信息整合对组织的发展方向和具体行为进行调整，最终作用于组织的整体绩效，因此，需要对“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组织的整体能力－创新绩效”的整体演进脉络进行考察[8,46]，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作为多元化知识和体系的协作型分工系统，在知识信息资源整合上具备显著优势，这些具备前瞻性、变革性和创新性的资源必然会推动资源整合、规则突破，实现企业能力的重构，以更好地匹配高管目标决策和外界环境[45,47]，创造新绩效[20]。因此，本研究从能力重构的视角对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能力重构在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2.4 高管团队自反性的调节作用
高阶理论动力模型框架将情境因素（环境、组织团队特征、董事长和CEO特征）作为影响组织绩效的权变因素[8,46]，因此，作为高管团队特征，高管团队自反性是一个值得考量的调节变量。任务自反性是中国情境下团队自反性的重要维度，反映了高管团队成员对组织任务、目标及实施路径中各种问题的反思程度，是高管团队作为高层决策主体对内外部环境作出积极响应的团队特征[28]。高管团队通过自反，对团队目标、经营策略与发展瓶颈主动地、公开地自省，进而调整战略计划和执行方案，以提升企业的绩效[48]。已有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自反性在高管认知和决策质量之间起调节作用[28]，企业的创新绩效随着高管团队自反性水平的改变而波动[49]。因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引入团队自反性来考察能力重构对创新绩效作用的边界条件以及能力重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如何变化。
首先，于组织本身，自反性高的高管团队更容易通过反思察觉能力重构中的问题，回顾自身经验，借鉴其他企业的成功策略弥补缺陷，改进能力重构计划，减少了同类问题的发生率，稳步高效地推进能力的重构，为组织带来创新绩效；其次，于外部环境，自反性高的高管团队对环境审视的视角是多维的、深刻的，这帮助企业有意识地通过能力重构把握环境中的新机会、创造新价值以提升组织的创新绩效；最后，双环学习强调从不同层面和维度出发的反思，自反性高的高管团队具备了双环学习的创新性和认知性优势，通过开放式的质疑、讨论和沟通颠覆了习惯性防卫，在“问题—反思”的循环中借鉴经验、理解问题并解决问题，推进了能力的进化替代、决策质量的提高和创新改革的深入，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28-30]。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高管团队自反性正向调节能力重构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高管团队自反性将组织整体流程纳入到双环学习的模式中，自反性强的高管团队能通过反思发现组织中无法匹配外部环境的僵化能力，更能通过对比发现相较于竞争对手的劣势，进而进行及时调整，克服了面对重构困难的防御惯性；同时，自反性强的高管团队借助交互记忆系统，用更宽阔和长远的眼光审视问题，积极主动地开展能力重构，通过摒弃旧能力、衍生新能力实现组织与环境的匹配和对竞争对手的赶超，从而创造更多的创新绩效[30]。因此，本研究设想，高管团队自反性越强，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通过能力重构作用于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越强。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高管团队自反性正向调节能力重构在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
借鉴Hambrick等[50]基于“当权”视角对高管团队的描述，本研究对高管团队成员的界定范围包括：正/副董事长、董事会成员、正/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及职能部门总监[51]，取样企业来自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本研究的数据采集包括3个途径：一是对位于长春、北京、南宁、郑州、厦门和沈阳的6所高校中符合企业高管团队成员身份的EMBA、EDP与MBA学员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恳请受试学员邀请其他企业的高管填写问卷；二是通过校友等社会关系，对吉林、辽宁、山东、河南、广西和广东的高新技术企业高管团队成员进行走访调研或网络调研；三是借助战略咨询、领导力培训讲座等方式，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高管进行现场调查。本研究通过以上3种方式发放纸质版或电子版问卷共计431份，回收368份，剔除信息缺失、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318份，有效回收率为73.78%。其中，高管性别上，男性244人（76.7%），女性74人（23.3%）；高管年龄上，35岁及以下33人（10.4%），36～45岁78人（24.5%），46~55岁119人（37.4%），56岁及以上88人（27.7%）；企业类型上，国有及控股102家（32.1%），民营173家（54.4%），外资及控股21家（6.6%），其他22家（6.9%）；企业规模上，500人及以下106家（33.3%），501～5 000人148家（46.5%），5 001人及以上64家（20.1%）。

3.2  变量测量
本文共包含4个变量，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为自变量，创新绩效为因变量，能力重构为中介变量，高管团队自反性为调节变量，采用里克特七点计分的方式进行测量。为了确保本次调研的准确度与有效性，邀请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3名企业管理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进行问卷翻译与反译，最终形成汉语版初始问卷，进而对来自北京、山东和吉林的3位具备博士或硕士学历的高管就调查问卷的构念和题项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根据预试者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了小幅度修订，最终形成正式调研问卷。

（1）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测量借鉴Heavey等[12]整理的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量表，包含专业性、可信性和协调性3个维度。在预调研中，可信性题项“当其他成员提供信息时，我会亲自再检查一遍（R）”与协调性题项“在合作上，我们的团队需要回到正轨重新开始（R）”两个题项的CITC值小于0.5，删除题项后对应维度的克朗巴赫系数（Cronbach’s α）提升，本研究认为这可能是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语义偏差，通过与1名管理学教授和3名高管讨论后，决定参照前人建议，删除“垃圾题项”，形成了包括1 3个题项的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量表，包含专业性（5题）、可信性（4题）和协调性（4题）3个维度，代表性题项有“不同的高管团队成员负责不同领域的专业信息知识”“我信赖其他高管团队成员在讨论中提供的信息”和“总体上，高管团队顺利有效地完成各项任务”等。变量的Cronbach’s α为0.957，各维度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932、0.924和0.900。

（2）能力重构量表借鉴Lavie[17]和胡畔等[20]的研究，共计10个题项，代表性题项有“组织不断吸收新知识以夯实企业知识基础”。变量的Cronbach’s α为0.920。

（3）创新绩效的测量借鉴董振林[52]的研究，主要从专利获取和产品研发等角度进行测量，共计8个题项，代表性题项有“同主要竞争对手相比，我们的新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更高”。变量的Cronbach’s α为0.923。

（4）高管团队自反性的测量借鉴杨卫忠等[28]的研究，从任务自反性的视角进行考察，共计5个题项，代表性题项有“高管团队会对先前的教训或经验进行反思、讨论”。变量的Cronbach’s α为0.774。

4  实证分析

4.1  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同源误差检验
本文通过Amos 21.0对主要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本次测量中4个变量的区分效度。构建理想的四因子模型与6个竞争模型，区分效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四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统计标准，模型拟合程度最好，说明本研究中4个变量的区分效度良好。由表1同时可知，竞争模型拟合程度均低于统计学标准，单因子模型拟合效度最差，表明不存在一个足以解释4个变量的潜在变量，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同源误差，变量区分效度良好。
表1　变量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IFI
	CFI
	RMSEA

	四因子模型（TMS；CR；IP；TR）
	950.639
	556
	1.710
	0.955
	0.955
	0.047

	三因子模型a（TMS+TR；CR；IP）
	1 648.356
	583
	2.827
	0.879
	0.878
	0.076

	三因子模型b（TMS；CR；IP+TR）
	1 760.399
	583
	3.020
	0.866
	0.865
	0.080

	三因子模型c（TMS；CR+IP；TR）
	2 222.542
	583
	3.812
	0.813
	0.812
	0.094

	三因子模型d（TMS+CR；IP；TR）
	2 350.843
	583
	4.032
	0.799
	0.797
	0.098

	单因子模型（TMS+CR+IP+TR）
	4 868.445
	594
	8.196
	0.512
	0.510
	0.151


注：1）TMS、CR、IP和TR分别为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能力重构、创新绩效与团队自反性；2）“+”为组合为一个因子；3）a、b、c、d分别代表三因子模型的不同组合。
由于每一企业的调研问卷都由同一名高层管理人员作答，因此，需要对变量之间的同源误差进行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对36个题项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最大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37.51%，低于50%。参考Podsakoff等[53]的建议，引入无可测共同方法潜因子作为潜在变量对同源偏差进行进一步检验，将4个变量的自反性载荷到一个共同方法潜因子（CMV）上，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与四因子模型对比，结果发现：△IFI=0.010，△CFI=0.004，△TLI=0.004，△RMSEA=0.002。根据Cheung等[54]、徐明津[55]的研究给出指标变化小于0.020即不存在较大同源偏差的建议，可以判定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同源偏差。

4.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能力重构（r=0.466，P<0.01）显著正相关，与创新绩效（r=0.371，P<0.01）显著正相关；能力重构与创新绩效（r=0.444，P<0.01）显著正相关；调节变量团队自反性也与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r=0.525，P<0.01）、能力重构（r=0.285，P<0.01）和创新绩效（r=0.374，P<0.01）显著正相关。两两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8，初步排除共线性问题。将变量代入回归方程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得到特征根值均大于0，VIF值介于1.290～1.324，低于10，因此判定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高管性别
	1
	
	
	
	
	
	
	

	2-高管年龄
	0.196**
	1
	
	
	
	
	
	

	3-企业类型
	0.144*
	0.018
	1
	
	
	
	
	

	4-企业规模
	0.029
	0.012
	-0.037
	1
	
	
	
	

	5-TMS
	0.080
	-0.078
	-0.101
	0.085
	1
	
	
	

	6-CR
	0.053
	-0.042
	-0.008
	-0.090
	0.466**
	1
	
	

	7-IP
	0.013
	-0.012
	0.024
	0.011
	0.371**
	0.444**
	1
	

	8-TR
	-0.019
	-0.145*
	0.013
	0.057
	0.525**
	0.285**
	0.374**
	1

	平均值M
	1.233
	2.824
	1.884
	1.868
	3.875
	4.367
	3.738
	4.370

	标准误SD
	0.423
	0.953
	0.807
	0.720
	0.753
	0.598
	0.708
	1.040


注：*、**分别为P<0.05、P<0.01。下同。

4.3  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分析的方法，构建模型M1至M8对前文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56]。其中，【应补充交代M1至M8中各模型构成、检验哪些变量！】
（1）主效应。假设H1提出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正向预测企业创新绩效，这是本研究理论模型的主效应。将企业创新绩效设为因变量，控制变量、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作为自变量依次代入回归方程，分析结果见表3，可知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显著正向预测企业创新绩效（M4，β=0.361，P<0.01），因此，假设H1得以验证。

（2）中介效应。通过传统的四步法对能力重构在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第一，考察自变量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即已经被验证的主效应；第二，考察自变量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中介变量能力重构的影响；第三考察中介变量能力重构对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第四同时引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考察它们的回归系数。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3，可知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能力重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2，β=0.380，P<0.01），假设H2得以验证；能力重构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5，β=0.534，P<0.01），假设H3得以验证；模型6在加入中介变量能力重构后，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仍然显著，但系数明显降低（M6，β=0.203，P<0.01），而能力重构依然显著正向地影响创新绩效（M6，β=0.413，P<0.01），因此假设H4得到部分支持，能力重构在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地，采用Bootstrap法对能力重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抽样5 000次，发现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97，0.228]，不包括0，据此，假设H4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3  变量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能力重构
	创新绩效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高管性别
	0.097
	0.021
	0.020
	−0.053
	−0.032
	−0.061
	−0.026
	−0.041

	高管年龄
	−0.034
	−0.004
	−0.011
	0.017
	0.007
	0.019
	0.034
	0.026

	企业类型
	−0.015
	0.025
	0.020
	0.058
	0.028
	0.048
	0.023
	0.019

	企业规模
	−0.076
	−0.108
	0.012
	−0.018
	0.053
	0.027
	0.030
	0.021

	TMS
	
	0.380**
	
	0.361**
	
	0.203**
	
	

	CR
	
	
	
	
	0.534**
	0.413**
	0.440**
	0.414**

	TR
	
	
	
	
	
	
	0.186**
	0.191**

	CR×TR
	
	
	
	
	
	
	
	0.117*

	R2
	0.014
	0.236
	0.001
	0.143
	0.201
	0.236
	0.267
	0.279

	ΔR2
	0.014
	0.222
	0.001
	0.142
	0.200
	0.093
	0.066
	0.012

	F
	1.139
	19.264**
	0.081
	10.410**
	15.689**
	16.006**
	18.902**
	17.138**


（3）调节效应。假设H5提出在高管团队拥有较高的团队自反性时能力重构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会增强，为了验证团队自反性的调节作用，对能力重构和团队自反性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降低共线问题，将它们及其乘积项依次引入回归方程。由表3呈现的层级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能力重构和团队自反性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力重构与团队自反性的交互项也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8，β=0.117，P<0.05），相较于引入乘积项之前的模型，R2解释量增加了0.012，表明团队自反性正向调节了能力重构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团队自反性越强，能力重构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强；反之则越弱。假设H5得以验证。

为了进一步揭示能力重构与自反性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对团队自反性进行高低分组，通过简单斜率分析法解释其具体作用，结果发现，高团队自反性组的能力重构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企业创新绩效（simple slope=0.518，t=2.286，P＜0.05）；低团队自反性组的能力重构无法显著预测企业创新绩效（simple slope=0.258，t=1.173，n. s.）。

（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借鉴仲理峰等[57]研究中的做法，采用Bootstrap法对高管团队自反性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加减一个标准差形成团队自反性的高、中、低组别，重复抽样5 000次，结果见表4，可知对于“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能力重构－创新绩效”这一过程，高团队自反性组95%置信区间为[0.106，0.348]，不包含0，间接效应值大于其他组；低团队自反性组95%置信区间为[−0.017，0.162]，包含0。因此，假设H6得以验证。
表4  变量的被调节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自反性的不同水平
	 效应值
	标准差
	 置信下限
	 置信上限

	高(M+1SD)
	0.204
	0.060
	0.106
	0.348

	中(M)
	0.137
	0.028
	0.090
	0.204

	低(M−1SD)
	0.069
	0.045
	−0.017
	0.162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以高阶理论为基础，遵循“资源－能力－绩效”的范式考察了“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能力重构－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以及高管团队自反性对这一演化路径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通过引入能力重构这一中介变量，探讨了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中的中介效应；通过引入高管团队自反性这一调节变量，进一步探讨了高管团队自反性对能力重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及其对能力重构在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中所起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基于318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方程对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进行验证，并得出如下结论：（1）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2）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可以通过推动企业能力重构提升创新绩效；（3）高管团队自反性在能力重构与创新绩效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自反性水平越高，能力重构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4）高管团队自反性还能够调节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通过能力重构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具体表现为当高管团队自反性较高时，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通过能力重构对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会被增强。 

5.2  理论意义

（1）本研究弥补了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影响创新绩效的研究空白，拓展了高阶理论。目前，国内学者对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有人对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更无人探讨其中的具体作用机制。高管团队需要在协调复杂和动态的内外部环境的过程中进行核心决策，往往面临着信息模糊、过载，观点复杂、冲突等问题，交互记忆系统对梳理知识信息、协调共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拓宽了国内交互记忆系统研究的视角，从高阶视角将交互记忆系统的研究拓展到高管团队，证实了交互记忆系统在高管团队中的普适性，克服了原有研究从异质性、行为整合等单一视角对高管团队研究的解释力不足的问题，理清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弄清能力重构的中介作用，丰富了高阶理论的动力模型，将双环学习纳入到高管团队的学习思考，对于高阶理论研究的拓展与创新也有所补益。
（2）本研究揭示了能力重构在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关系间的作用机制，丰富了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研究揭开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黑箱”，正面回应了Heavey等[14]提出的后期研究中应对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与组织整体绩效之间的具体路径和传播介质展开探讨的倡议，再次强调了组织能力在“高管－组织－产出”逻辑中的重要意义。高管团队成员作为组织中知识信息载量最高的群体，其知识、分工与协调转化为整个组织的绩效尚需组织的整体提升来助力，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强大的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也需要以企业整体能力为支点来撬动整个组织的创新绩效，高管团队交互系统中通过碰撞裂变出新的、可信的、具有协调性的新知识，引导企业能力重构并为其提供必要资源。本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高阶理论下企业动态能力的研究，对深入理解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过程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理论框架。
（3）本研究将双环学习嵌入高阶理论的情境因素中，拓宽了高阶理论下高管团队学习的研究范畴。Edwards等[58]的研究中提及的中介变量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因果关系的具体发挥作用机制，而调节变量作为权变因素对于探索作用发生的边界和作用力大小的调控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多把技术动态、行业增长和制度等外部环境作为权变因素引入模型，本研究基于双环学习的视角引入高管团队自反性这一内部因素，拓宽了双环学习视角在高阶理论中的研究与实践。
5.3  实践意义

（1）在成员选拔、培养到团建的整个流程上加强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建设。选拔和提升具有专长的、异质的和互补性资源的高层管理人员，构成包含不同专业的知识源与信息库；在后期高层人员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培养中应注意专长定位，鼓励个体在不同领域开展信息的精细化加工，不仅可以使个体对专门领域新机会、新技术的“嗅觉”更加灵敏，提升知识体系的更新速率，还能帮助高管个体跳出顾此失彼的困境，减少知识冗余和重复[47]。在团队建设中，应当基于互惠偏好增加高管之间的信任，减少矛盾冲突，这样，个体可以在遇到专业性问题时快速找到具有某一专长的团队成员，在利用他人专长的过程中积累信任和默契，在沟通和协作中利用交互记忆系统将复杂方案落地，推进整个组织能力结构的优化。
（2）发挥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市场、行业和组织的多触点包围优势，促进能力重构和创新绩效。高管团队在工作开展中应深度利用交互记忆系统，以避免欠多样化知识视角的短视问题，诊断出企业能力在某一具体领域的能力僵化；进一步地，通过交互记忆系统的内隐协同性优势，扫描问题并对接给最合适的高管，修补、更替并夯实现有能力。而且，旧动能遇冷往往会带来很多新机会，也是很多企业“弯道超车”的机遇，组织要以新型能力结构响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掌握新技术，占领新市场，创造新绩效。
（3） 引导高管团队自反与学习，推动组织能动性与自省性建设。不可否认，一些高管在战略决策时刻意与其他高管和传统经验背道而驰，以彰显自身地位或权威，影响了公司治理，这些都可以通过加强自反性予以改善。“吾日三省吾身”中蕴含了东方管理哲学中自我审视、反思的智慧，高管团队在日常运营中不仅要利用交互记忆系统优势发现外部机会，构建适配能力，利用环境趁势而上、抢先入局，“打铁还需自身硬”，还应当加强团队的反思与自我批评学习，在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决策和改革的深化，基于专长性和信息精细化加工挖掘内在原因，提升组织的竞争优势和绩效创新[30]。

5.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力求严谨，但仍存不足有待改进：首先是所有变量由同一名高管团队成员作答，虽然Harman单因素、CMV因子检验合格，但后期可结合他评、配对的形式进一步减少同源误差，在研究设计上，可以通过跨时点的纵向设计回收数据，深刻揭示其中的作用关系；其次，虽然深入探讨了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结果变量，但尚未有人对其前因变量和动态形成机制展开研究，未来可以关注高管的人口学特征、行为整合等因素在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培育中的作用；再者，在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专业性的测量上，可以增加职业经历、海外经验等人口学特征，增加测量的客观性；最后，通过能力重构这一中介变量对高管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解释，后期可以引入其他变量深入揭示其内在运行机制，而在调节变量的选取上仅选取高管团队自反性这一内部因素进行考察，后期可以加入制度、环境和行业等外部因素探索内外因素联合作用下的作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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